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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品牌名—质量联想”和“品牌忠诚”态度量表、代际沟通与影响（IGEN）量表以及

权力距离量表，对上海和杭州两地的大学生消费群体进行测试，旨在揭示中国文化背景中，权力距离

这一文化价值观维度对代际沟通与代际品牌态度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上下辈间的沟通对代际

品牌态度的一致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进一步地，权力距离对代际沟通与代际品牌态度的关系

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个研究结论对在中国市场中如何有效开展家庭营销具有重要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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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背景下代际沟通对代际品牌态度的作用：权力距离的调节效应④ 
 

  

0 引言 
 

“代际影响”在广义上是指家庭中两代人之间关于价值观、信念、习惯和行为等信息的传

递过程（Shah 和 Mitta, 1997）。具体到消费行为中的代际影响，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家庭中

的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与市场有关的技巧、态度、偏好、价值观和行为（Heckler，Childers

和 Arunachalam，1989；Childers 和 Rao，1992）。目前，国际上有关消费行为的代际影响研

究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何佳讯，2007a）：一是代际影响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研究者们达成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家庭成员间的沟通情况、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等对代

际影响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作用（Moschis，1985；Foxman，Tansuhaj 和 Ekstrom，1989）；二

是代际影响表现形式的研究，体现在消费态度和行为的各个方面，其中品牌偏好、品牌忠诚

及品牌联想等侧重于品牌资产的代际传承性逐渐得到国外学者新的关注（例如 Moore，Wilkie

和 Lutz，2002；Bravo，Fraj 和 Montiner，2007a，2007b，2008）。也就是说，代际影响已被

认识到是除传统营销组合要素之外新的品牌资产来源。这个研究视角开拓了基于顾客的品牌

资产研究的新领域（何佳讯，2007a；Bravo，Fraj 和 Martinez，2007a，2007b）。 

消费行为的代际影响虽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但是对它的形成发生影响的因素却不仅

限于家庭的小环境内，文化背景作为大环境也会对其产生显著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背景中，

中国家庭的子女受传统孝道影响，因而代际关系要比西方国家密切得多（“中国代际关系研

究”课题组，1999）。有关调查表明，对于“80 后”的新生代，家庭价值观出现更强调家庭基

本义务、代际关系更紧密的趋势（刘汶蓉，2008）。客观上，中国夫妇与子女生活的比例高

于美国（王跃生，2006），这使得代际间的互动和沟通变得更为频繁。因此，在中国家庭中，

有关消费行为的代际影响应该比西方更为普遍和强烈。揭示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机制就成为在

中国文化背景下探究代际影响及态度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 

尽管文化价值观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早已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在消费行为的代际影响

研究方面，有关价值观对于代际消费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实证研究却并未得到开展。在市

场营销领域，对于 Hofstede（1983）所提出的经典的价值观维度，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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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普遍关注。而实际上，权力距离也是揭示中西方消费行为存在差异的重要维度，但这方面

的研究还十分有限（例如，Donthu 和 Yoo，1998；Dash，Bruning 和 Guin，2006；Zhang

和 Mittal，2008）。 “权力距离”的定义是：社会成员承认和接受的权力分配不公平的程度

（Hofstede，2001）。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泛孝主义（杨国枢，1984），这是形成高权力距离价

值观的文化基础，表现在代际观上，就是对代际权威的认同。 

那么，权力距离果真加大了代际影响对代际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吗？认识这一作用有何

营销意义？在本研究中，我们引入权力距离这个文化价值观变量，对于代际消费行为则着重

研究品牌态度，即将品牌资产的两个要素“品牌忠诚”和“品牌名—质量联想”作为代际影响的

表现，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权力距离对于代际影响与代际品牌态度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

结论展开讨论。 

 
1 理论背景及研究假设 
 
1.1 代际沟通与代际品牌态度 

 

Moschis、Moore 和 Smith（1983）指出，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对青少年消费行为产

生重要影响。家庭沟通可以直接影响子女对于与消费相关的各种信息、信念以及价值观的感

知，也可以间接影响子女对于其他消费信息的学习模式。研究者们已经从沟通的频率、沟通

的模式以及沟通的内容等方面，探究了家庭沟通如何影响消费者社会化以及影响的结果

（Moschis，Moore 和 Smith，1983；Carlson 等，1994）。除家庭沟通因素以外，家庭结构、

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子女的年龄、家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父母的

职业类型等都会对孩子造成比较大的影响（Foxman，Tansuhaj 和 Ekstrom，1989）。 

代际影响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国外的很多研究已经证实了子女在市场信念的搜集

和加工方式、消费价值观和具体的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受到来自父母的影响，表现出代际传承

的特点（Heckler，Childers和Arunachalam，1989；Moore，Wilkie和Lutz，2002）。母亲和女

儿之间会在理财技巧、购买风格及产品的偏好方面互相探讨和彼此影响（Moore-Shay和Lutz，

1988）。代际影响同样也表现在品牌态度方面，Woodson、Childer和Winn（1976）首次把代

际影响延伸到品牌领域。研究者们逐渐证实了代际影响在品牌偏好、品牌忠诚等品牌资产要

素上的表现。例如，Heckler、Childers和Arunchalam（1989）发现，代际影响存在品牌偏好

的传承性；Olsen（1993）的研究发现，当家庭中充满情感和尊重时，父母和孩子倾向于具

有相似的品牌忠诚度。Moore-Shay和Lutz（1988）发现，母亲和女儿在高可见性的产品上，

其品牌偏好和品牌忠诚具有显著一致性，都倾向于信任高知名度的品牌。Viswanathan、

Childers和Moore（2000）的研究指出，家庭中高效的沟通和强烈的消费体验，会使孩子和

父母在品牌偏好上具有更高的一致性。Moore、Wikie和Lutz（2002）首先把代际影响和品牌

资产联系起来研究，认为从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Keller, 1993）概念看，代际影响实际上是

品牌资产的一个重要来源。对此来自代际传承的品牌资产（如品牌偏好、选择规则和市场信

念等），Epp和Price（2008）从家庭认同（family identity）作用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子女最初对品牌质量的感知往往来源于家庭的消费经验。他（她）们会观察父母的购买

行为，并从父母那里接受到关于如何评定品牌质量的信息。Bravo、Fraj 和 Martinez（2007b）

将家庭影响视为除广告、价格、促销外的第四大品牌资产来源，他们采用深度访谈法，以

30 位年轻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家庭因素对子女的品牌质量感知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并且这种作用要大于其他传统营销手段。与品牌感知质量构念类似，Mandrik（1996）在其

研究中引入“品牌名—质量联想”的概念来测量消费者对于品牌在质量方面的联想，即消费者

是否认定品牌的强度、地位同产品质量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品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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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联想”作为测量代际品牌态度的一个变量，以考察家庭沟通对之的影响关系。 

Woodson，Childers 和 Winn（1976）的研究证实了代际影响在品牌忠诚上的作用。他们

的研究发现：32%的子女会选择同父母相同的汽车保险；其中，一致性最高的是子女年龄在

20-29 岁之间的群体，一致性达到 62%。Bravo、Fraj 和 Martinez（2007b）的研究结果还发

现，子女们的品牌忠诚度可以表现在行为和态度这两个维度上：在第一种情况下，当子女们

熟悉了家庭中使用的品牌或品牌的一些特性时，就会继续购买它并成为一种习惯，其原因是

为了避免尝试改变所带来的风险；在另一种情况下，子女们是因为真正喜爱某一品牌而持续

购买，产生这种品牌偏好的原因是由于父母经常选用这些品牌，或是由于品牌引发的积极联

想。由此可见，对于年轻一辈的消费者而言，品牌忠诚的形成受到了家庭消费习惯以及父母

对品牌评价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体现在他们对某些品牌的态度上。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理论假设： 

H1：代际沟通与代际品牌态度一致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具体是： 

H1a：代际沟通越频繁，代际间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越高。 

H1b：代际沟通越频繁，代际间品牌忠诚度一致性越高。  

 
 
1.2 权力距离与代际消费行为影响的关系 
 
1.2.1 权力距离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权力距离是 Hofstede（1983）文化价值观维度的基本构成，它用来表明一个社会如何处

理在人们中间出现的不平等，也代表了社会成员对待权威的方式。这对于人们建立他们的制

度和组织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后果（Hofstede，2001）。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人们倾向于表

达对垂直等级的强烈感受；不会公开挑战权威；也不会滥用职责，因为这会削弱他们自己的

权威，从而破坏在这种上下级关系序列中下级对自己的忠诚（Wong 和 Leung，2001）。 

在服务营销领域，Donthu 和 Yoo（1998）发现，与低权力距离顾客相比，高权力顾客

具有更低的服务质量期望（包括响应性和可靠性）。Dash、Bruning 和 Guin（2006）的研究

则表明，在权力距离较高的国家（如印度）中，消费者更加认可银行在与客户的关系中占据

主导地位，而在权力距离较低国家（如加拿大）结果刚好相反。在广告领域，Zandpour 等

人（1994）的研究表明，低权力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更易接受争辩性广告（argument strategies）

（即提供对产品的不同意见），而高权力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更青睐模仿性广告策略

（imitation strategies）（即在广告中呈现对产品质量的证明书或保证书）。这是因为来自权

威方面的信息增强了广告的可信性。在品牌领域，Erdem、Swait 和 Valenzuela（2006）试图

考察权力距离在品牌可信度和品牌选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但最终结果没有得到

数据的支持。上述各项研究表明，权力距离确实可以用来解释消费行为和品牌态度，但很多

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证实。 

 

1.2.2 权力距离对代际沟通和品牌态度一致性的调节作用 

 

那么，权力距离是否对消费行为领域的代际影响及其结果存在特定作用呢？目前还没有

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假设和结论。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亚洲国家的文化体现着较高的权力距离。例如，在Erdem、Swait

和Valenzuela（2006）的研究中，就表明印度、日本和韩国在权力距离上的得分均高于德国、

西班牙和巴西。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中，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年龄是被格外重视的（Yaverog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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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Donthu，2002），人们会更倾向于接受来自权威的意见，如父母、师长和老板（Hofstede，

2001）。 

按Hofstede（2001）的测算结果，中国文化是中等高的权力距离。因此在中国的家庭背

景中，我们可以推测下辈受上辈的影响作用较大。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一是中国传

统文化强调泛孝主义（杨国枢，1984），孝道作为一种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在家庭内部父母

具有权威性，子女则表现出对父母的尊重和顺从。这将会有利于下辈与上辈的态度出现更大

的一致性。二是高权力距离文化会促使形成更强的自我控制（Zhang和Mittal，2008），这将

会减少下辈与上辈之间的冲突，从而有利于下辈更易接受上辈的意见，导致双方之间达成更

大的态度一致性。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消费行为方面，中国家庭中的子女也会更能接受父

母的观点，表现出代际传承性。 

Viswanathan,Childers和Moore（2000）发现，与美国文化相比，泰国文化更提倡顺从和

尊重权威，因而在有关消费技巧、态度和偏好等方面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尽管权力距离是衡

量国家和地区层面文化差异的变量，我们认为也可以用于分析个人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差异。

也就是说，在普遍高权力距离的中国文化中，不同的消费者还具有个体水平上的差异，这对

家庭的代际影响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对于高权力距离的消费者来说，如果上辈对之的沟通越

多，下辈出于尊重和顺从，越可能认同和接受上辈的意见，越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从而出

现较大的上下辈态度上的一致性；而对于低权力距离的消费者而言，彼此的互动更多地基于

独立和平等，因此上辈与下辈之间沟通的多少对双方态度一致性的影响作用较少。也就是

说，，在中国家庭中，个体的权力距离价值观越高，越倾向于接受家长权威，从而增强了代

际影响效应。相反，个体的权力距离价值观越低，越倾向于挑战家长权威，从而减弱了代际

影响效应。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权力距离正向调节了代际沟通和代际品牌态度一致性之间的关系。具体是： 

H2a：个体的权力距离增强了代际沟通对于代际间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的影响程度； 

H2b：个体的权力距离增强了代际沟通对于代际间品牌忠诚一致性的影响程度。 

本研究的整体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H1 

 

代际沟通 

 

权力距离 

 
代际品牌态度 

品牌名—质量联想 

一致性 

品牌忠诚一致性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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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上海和杭州的两所高校通过有关任课教师向班上学生发放问卷，分两次进行测

试，第一次发放问卷 143 份，全部收回，剔除填写不认真的问卷，实际有效问卷 98 份。第

二次发放问卷 40 份，实际有效问卷 32 份。样本收集时间分别为 2009 年 4 月下旬和 12 月上

旬。对两批样本的有关题项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故将两批样本

合并。即总有效样本为 130 份。总体样本构成情况是：（1）从性别来看，女性占 70%，男

性占 30%；（2）年龄都介于 18-24 以及 25-29 这两个年龄段之间，大部分为“80 后”，少数为

“90 后”；（3）被访者父母辈的平均年龄为 46 岁，基本上都为“50 后”和“60 后”。  

 

2.2 研究工具与测量 

 

代际影响的测量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绝对测量，即从子女（或父母）的角度出发，单

方面询问子女（或父母）在消费行为上的取向，以及感知到的来自对方的影响来衡量代际影

响的程度。另一种方法是相对测量，以配对、群体或集合体为样本，按照对于沟通对象的意

图、态度和认知等评价，对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的取向作对比（何佳讯，2007a）。本研究采用

的是相对测量方法，以子女为研究对象，测量他（她）们的品牌态度，并请子女对与之沟通

最多的父亲或母亲在相同的品牌态度问题上的取向进行回答，通过两次回答之间的一致性来

测量代际影响结果的程度。我们借鉴 Moore-Shay 和 Berchmans（1996）曾采用所有四种类

型的混合配对的做法，在本研究的样本中，母女配对占 60%，母子配对占 25%，父女配对

占 10%，父子配对占 5%。  

对于代际沟通变量的操作，本研究采用的是 Viswanathan 等人（2000）开发的代际沟通

和影响量表（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scales，IGEN）。该量表包含 12 道

题目，由消费技巧、消费偏好及消费态度三个维度构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原量表的

测量是对每个测项从“与父母沟通的频率”和“受父母影响的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在本研

究中，侧重于测量代际沟通，因此请被访者选择就购物消费方面平时沟通较多的母亲或父亲，

对彼此间的沟通频率进行评估，从 1 分（从来没有沟通过）到 7 分（非常频繁的沟通）进行

等级评分。 

对于代际品牌态度的测量，本研究采用两个量表。一是 Mandrik（1996）发展的“品牌

名—质量联想”量表，该量表在编制的过程中，邀请了营销专业的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对量表

内容进行评定，这保证了量表较高的表面效度，另外，其信度系数也达到了 0.88。该量表共

有 8 个测项，其中第 1、4、5、8 个项目为反向计分题。另一个测量品牌态度的构念是品牌

忠诚，选用 Moore-Shay、Richard 和 Lutz（1988）开发的消费过程选择规则（choice rules）

量表中的一个维度。他们运用选择规则量表有效地测量到母亲和女儿在消费行为中的一致性

和差异性，原量表中品牌忠诚这个维度的 5 个测项的因子负荷值均在 0.4 以上，量表具有较

好的结构效度。在本研究中，对之采用 Likert7 级量表进行测量（1 分表示完全不同意，7

分表示完全同意）。 

    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权力距离”的测量，本研究采用的是 Furrer、Liu 和 Sudharshan

（2000）对 Hofstede 量表原始测项修改后的量表。Hofstede（1983）的文化维度是为测量与

工作相关的价值观而开发，对量表进行修改是为了更适合消费行为的情形。Tsikriktsis（2002）

对修改后的量表进行了应用。本研究选用修改后量表的“权力距离”维度，共有 4 个测项，其

中有 2 个测项为反向计分题。在本研究中，对之采用 Likert7 级量表进行测量（1 分表示完

全不同意，7 分表示完全同意）。 

 
3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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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采用 Spss16.0 作为数据分析工具，对有关问题进行描述性统计、问卷信度

分析及回归分析，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 

 
3.1 描述性统计及量表信度分析 

 

子女辈与父母辈在品牌态度的两个方面即品牌名—品质联想（T=2.12, P<0.01）和品牌

忠诚（T=4.86, 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子女辈分数明显高于父母辈。被访者在代际沟通

（M=3.85，SD=0.96）和权力距离（M=3.36，SD=0.96）测量上的得分均低于 4 分。见表 1。 

子女同父母在品牌态度上的一致性是通过计算子女和父母在品牌态度上平均值差值的

绝对值而得。为了使本文的结果更易于理解，我们将代际间品牌态度一致性分值进行反转处

理，即一致性越强，分值越大。代际间品牌态度一致性的原始值最低分为 0 分，即代际间品

牌态度完全相同；最高分为 4.12 分，即为本研究中代际间品牌态度的最大差距值。我们采

用理论上的最高分 6 分减去原始分数的方法对这一变量进行反转处理，即本研究中代际间品

牌态度完全一致的最高分为 6 分；最低分为 1.88 分。 

以 Cronbach’s α系数值作为问卷信度的评价标准。本研究结果显示，除权力距离量表的

信度值低于 0.6 外，其余量表的α值均在 0.7 以上，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见表 1。 

 

表 1 各量表得分的描述性统计及信度指标 

 

3.2  代际沟通对代际品牌态度的影响 

 

以被访者同父母就 12 个与购物有关的话题的沟通频率为自变量，以被访者和父母在品

牌名—质量联想和品牌忠诚两个维度上得分的一致性作为因变量，采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代际沟通对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影响的回归方程（F=7.19, P<0.01）

及对品牌忠诚度一致性影响的回归方程（F=4.93，P<0.01）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假设 1a 

和假设 1b 都得到支持。详细结果见表 2。  

 

表 2 代际沟通对代际间品牌态度一致性影响程度的回归分析 

 В SE β 

对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的影响 a                        

代际沟通 0.18 0.07 0.23** 

常数项 4.57 0.26  

    

对品牌忠诚一致性的影响 b    

代际沟通 0.14 0.06 0.19* 

量表名称 测项数 M SD     Cronbach’s α   

品牌名—质量联想（子女）    8 4.29 0.95 0.78 

品牌名—质量联想（父母）    8 4.10 1.01 0.83 

品牌忠诚（子女）            4 4.65 1.06 0.74 

品牌忠诚（父母）            4 4.23 1.16 0.80 

代际沟通 12 3.85 0.96 0.89 

权力距离 4 3.36 0.96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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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 4.65 0.25  

注：a Adjusted R2=0.05，b Adjusted R2=0.04。 

   *p < 0.05，**p < 0.01。 

 

3.3  权力距离对代际沟通与代际品牌态度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 

 

将自变量代际沟通和调节变量权力距离进行中心化处理，进行分层回归分析。表 3 显示

家庭沟通对代际间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的影响作用仍然达到显著性水平。权力距离对代

际间品牌名—质量联想的一致性没有直接影响作用，但权力距离与代际沟通乘积项的回归系

数达到显著性水平（β=0.27，P<0.01），即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性水平

（F=6.20，P<0.001），调整后的 R2 上升至 0.13，ΔR2为 0.07（P<0.01），这表明权力距离的

调节作用显著提高了代际沟通对代际间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的解释。假设 2a 得到验证。

表 3 还显示了权力距离对代际沟通与代际间品牌忠诚一致性关系的调节作用。同样，权力距

离与代际沟通乘积项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β=0.18，P<0.05），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性

水平（F=3.50，P<0.05），调整后的 R2 上升至 0.08，ΔR2 为 0.03（P<0.05），这也表明权力距

离的调节作用显著提高了代际沟通对代际间品牌忠诚一致性的解释。假设 2b 都得到验证。

至此，本文提出的假设 H1 和 H2 都得到验证。 

 

表 3 权力距离对代际沟通与代际品牌态度影响的调节效应分析 

注：a Adjusted R2=0.13，b Adjusted R2=0.08。 
*p < 0.05，**p < 0.01。 

 

为直观地呈现权力距离对代际沟通与品牌态度一致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另外

采用图示的形式。我们将代际沟通和权力距离分别进行高低分组，以平均分为标准分组，

平均分以上为高分组，平均分以下为低分组。结果见图 2 和图 3。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无

论对于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还是品牌忠诚度一致性情况，在高权力组中，代际沟通对

代际品牌态度一致性的关系具有较大的斜率；而在低权力距离组中，代际沟通对代际品牌

态度一致性的关系具有较小的斜率，即权力距离增强了代际影响效应。 

 
        

  В SE β 

代际沟通对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的影响 a   

代际沟通 0.20 0.06 0.26** 

权力距离 -0.03 0.06 -0.04 

代际沟通×权力距离 0.18 0.06 0.27** 

常数项 5.25 0.06  

    
代际沟通对品牌忠诚度一致性的影响 b    

代际沟通 0.16 0.06 0.21* 

权力距离 -0.05 0.06 -0.07 

代际沟通×权力距离 0.11 0.06 0.18* 

常数项 5.19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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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权力距离对代际沟通与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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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权力距离对代际沟通与品牌忠诚一致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究了代际沟通对代际品牌态度形成的关系，特别检验了权力距

离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家庭内部的父母与子女的实证数据统计表明，上下辈有关消

费技巧、偏好及态度的沟通程度对代际品牌态度的一致性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具体

而言，父母与子女的沟通程度越高，那么父母对品牌名—质量联想和品牌忠诚的态度就可能

更多地传承给子女，从而表现为更高的代际品牌态度的一致性。这个结果不但印证了家庭是

子女消费行为社会化起点的基本观点（Moschis，Moore 和 Smith，1983），更是表明代际沟

通对消费行为影响的持续性特征（Moore，Wilkie 和 Alder，2001）。从本文的调查样本看，

这种影响至少持续到子女的大学时代。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之一在于推进了 Viswanathan，

Childers 和 Moore（2000）的研究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代际沟通同代际品牌选择偏好的一

致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而本文的结论把代际沟通影响力的证据扩充至品牌名-质量联想以

及品牌忠诚这两个新的态度方面，为认识和确认代际品牌资产来源要素提供了有力支持。 

本文的另一个理论贡献在于，首次证实了权力距离这个具有东西方跨文化差异的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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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代际沟通与代际品牌态度影响关系上存在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权力距离的调

节作用不但体现在代际沟通对品牌名—质量联想一致性的影响关系上，也体现在代际沟通对

代际品牌忠诚的影响关系上。也就是说，与具有低权力距离的子女相比，具有高权力距离价

值观的子女，其受到的代际沟通影响对代际品牌态度一致性产生的作用变得更大。 

除了理论贡献外，本文结论对如何在世代差异明显的中国市场中进行创新营销也有很多

启示。首先，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营销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有很多研究

表明中国消费世代存在诸多差异（刘世雄，2005；何佳讯和丛俊滋，2008），但营销者仍有

必要抓住家庭的纽带，把家庭而非消费者个体作为营销对象，利用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对代际

消费行为的影响而设计营销活动。例如，开展对家庭成员中权威者的营销，以实现向其他成

员传递品牌信息，带动其他家庭成员消费的目的。当然，并非所有的品类都适合开展家庭营

销。这是因为不同品类的代际品牌忠诚（Miller，1975）和代际品牌偏好（Moore，Wilkie

和 Lutz，2002）受代际影响的强度存在差异。一般而言，便利品（convenience goods）比选

购品（shopping goods）更适合开展家庭营销，前者更易受代际影响（Heckler, Childers 和

Arunachalam，1989）。 

其次，从细分市场的角度看，可以利用不同的代际关系，区分出家庭市场间的差异，为

开展家庭营销提供基本决策依据。根据本文的研究，权力距离可以成为测量家庭代际观的一

个基本变量。对于同世代的消费群体（例如“80 后”），营销者可以采用权力距离为变量对之

进一步细分，区分出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的群体。对于前者，营销者可以更多地借助家

庭纽带、以传统价值观为沟通基点开展针对性的营销，以扩大代际影响对代际品牌态度的作

用效力；而对于后者，尽管同样可以开展家庭营销，但需要避免树立“家庭权威”的形象，而

替代以平等、民主的上下辈互动方式，发展营销沟通策略。 

最后，从创建品牌的角度看，代际影响是重要的品牌资产驱动因素。营销者要重视利用

家庭沟通的途径建立品牌资产。其方式有二。一是利用消费者的早期家庭社会化途径，培育

品牌的未来市场。有关研究表明，消费者的品牌意识就儿童时代就已开始形成（麦克尼尔和

张红霞，2003）。二是利用代际影响的持续性，提升和巩固品牌资产。后者特别对于中国老

字号品牌的重振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的老一代消费者普遍对老字号品牌拥有积极关系，但来

自上辈的老字号品牌资产基本上无法传承给下辈（何佳讯，2007b）。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

老字号品牌需要找到新老世代的共同利益需求，为家庭中的上辈影响下辈创造有利条件，使

得老字号品牌资产永续传承和发扬光大。 

 

5 局限性及未来发展方向 
 

尽管本文得到了比较理想的结果，但受某些局限性影响，对本文结论的使用需要谨慎。

一是样本量偏少，有效样本为 130 份，且采用的是非随机抽样的学生样本；二是对代际态度

的测试是采用子女单向回答的方式，尽管这也见之于代际影响的研究中（如 Bravo，Fraj 和

Martıinez，2007a，2008），但无疑最可靠的方式应该是父母和子女分开配对测试，以更客观

地衡量代际间态度的差异或一致性；三是权力距离价值观量表的信度水平偏低，给测量结果

的稳定性带来一定影响，这可能是我们对原量表进行转译的质量问题，也可能是原量表对权

力距离的测量本身就并不适合中国人，这也是以后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加以解决的方面。 

对于未来研究，我们要扩大样本量，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对被访者对象的年龄可以延

伸到大学毕业后的工作阶段，以进一步探究代际消费行为影响的持续性特征；另外，对权力

距离的衡量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或者采用与之相似的构念（如孝道态度），结果会如何？这

对进一步检验本文提出的权力距离调节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更深入的研究，是需要

我们具体地测试和检验代际消费行为影响在不同产品品类上的表现上是否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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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dem、Swait 和 Valenzuela（2006）的研究发现了不确定性规避这一价值观维度在品牌信

任度和品牌选择之间的调节作用，但只发生在对电脑这类高涉入度的产品而非果珍这类低涉

入度的产品中。这给我们启示：探索在不同品类上价值观对代际消费行为传承和影响的课题，

既十分必要，也非常迫切。此外，未来研究还很有必要探究家庭背景特征（如居住情况、父

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在代际影响及其结果之间所扮演的角色，这无疑为家庭市场营销找

到更多有效的细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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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表 1  品牌态度量表 

品牌名—质量联想   

 1 我买东西时，品牌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R） 

 2 购物时我很看重品牌 

 3 我只购买制造商品牌 

 4 商店品牌和制造商品牌差不多（R） 

 5 我通常购买商店品牌（R） 

 6 相对于商店品牌，我更相信制造商品牌 

 7 对于大多数产品来讲，购买商店品牌都是比较冒险的 

 8 商店品牌同制造商品牌的质量差不多（R） 

品牌忠诚   

 9 当我拿不准主意时，我会选择知名品牌 

 10 我忠于某些知名品牌 

 11 对于我喜欢的品牌，我忠诚度很高，因为我知道它适合我而且我很满意 

 12 我会不假思索的购买上次购物时所选择的品牌              

 13 当我拿不定主意时，我会购买价格较高的品牌，因为价高则质高 

来源：Mandrik（1996） 

 

附表 2  代际沟通与影响（IGEN）量表 

1 应该存钱、做月度预算、定时付账单以及检查自己的帐户 

2 购物时如何选择在各种品牌和各种产品之间做选择 

3 如何评价一个商品的相关信息，它的价格、广告以及购买地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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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购物时最好比较多个品牌，它们的价格、质量、使用年限，以确保自己得到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5 父亲（母亲）为什么会购买某种产品或某种品牌 

6 父亲（母亲）购物时比较偏好的商店类型 

7 父亲（母亲）比较偏好的产品的风格 

8 父亲（母亲）比较偏好的产品或品牌 

9 父亲（母亲）对于广告中信息的态度 

10 广告在购买决策中的作用 

11 父亲（母亲）对于“价格是产品质量的一个有力指标”这种说法的看法          

12 购物时，是否需要采纳店员的意见 

来源：Viswanathan, Childers and Moore (2000)  

 

附表 3  权力距离量表 

1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被预料和期望的 

2 弱势群体应当依靠强势群体 

3 应当最大程度地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R） 

4 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应当相互依赖，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R） 

来源：Furrer, Liu and Sudharsha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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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ffect on consistency of intergenerational brand attitudes. In addition，the values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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